 
      「台灣日治時期之祭祀公業」學術座談會

 

一、        主辦單位 : 台灣法學會、台灣法律史學會

 

二、時    間 :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五日

 

三、地    點 : 陳林法學基金會(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140   

              號7樓)

 

四、主 持 人 : 王泰升教授(台灣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五、報 告 人 : 後藤武秀教授(日本東洋大學法學部助教授)

 

六、與 談 人 : 黃宗樂教授

               方錫洀律師

               陳立夫副教授

               詹文凱律師

               邱澎生助教授

 

 

 

                 《座談及討論》

 

方錫洀:

  我在從事實務的經驗中關於祭祀公業的案子也辦過幾件,就今天的論題有幾點想請教後藤教授。就整個大作裡面,對整個台灣祭祀公業形成很重要的一份文件,華語稱為「龜書」,我想可以作為後藤教授就這個問題研究的一個資料。

  後藤教授對於黃慶生先生及陳井星律師的著作,毋寧說他們是從實務的觀點所作成的,在學術上面的評價如何?好像沒有聽說過。所以後藤教授對這二位所下的定義,我也不把它當作是很重要的見解,後藤教授可能還可以從歷史的研究及收集的資料作更正確的定義。

  其次,為什麼此二位的見解會把祭祀公業當作一族福利的觀點,我一直認為大陸時期的司法院解釋,把台灣歷來祭祀公業的制度目的，觀念都抹煞掉了。依它的解釋，是說，大陸的祭祀公業是公同共有,所以台灣的祭祀公業也是公同共有。變成現在實務上的觀念都把它當成是公同共有,是不是因為如此而形成後藤教授所了解的結果?照台灣的現狀來講,現在政策上,內政部似乎想把台灣的祭祀公業制度加以廢除,不然就是將其財團法人化。因為管理上出了很多問題,官方沒辦法處理,尤其是現在派下人數愈來愈多,要處理一個案子,現在我們都不敢接,因為一動輒幾千人,資料都無法整理。這是我的一點淺見,請教後藤教授。

 

後藤:

  現在大陸沒有祭祀公業,祭祀公業原來是宗祠制度。台灣有很多祭祀公業的理由,是一六００年代台灣人從福建渡海而來,因為他們在台灣居留。而在韓國,其亦有祭祀公業。聽說現在台灣的祭祀公業多係財團法人,例如李氏祭祀公業(南京東路三段),我聽朋友說是財團法人。我不知道為何現在的祭祀公業是財團法人?

 

黃宗樂:

  我國的解釋例、判例都不將祭祀公業當作法人,而認祭祀公業為公同共有。這其中有很多誤解,我稍後說明。

  在論文第十頁中間,「…,而依照總督府評議會所作之審議,即大正十一年之敕令407號,…。」,其中「敕令」應該是不需要經過台灣總督府評議會的審議,這裡面有語病。所以我看楊基銓先生的回憶錄說,律令在日本帝國議會通過,這是錯的。因為律令只須經主管大臣奏請天皇敕裁,不必經過帝國議會。我覺得奇怪為何楊先生是當時最年輕的郡守,此點卻沒有弄清楚。不過我想也是難免的,因為他並非讀法律而是讀經濟的。所以在日本時代某些法律觀念,例如「律令」、「敕令」等的形成,及什麼是「適用」、「依用」等名詞,事先我們必須弄清楚。因此此處將來應可再作修正。

  再來請教諸位在翻譯上很難的地方,如「台北辯護士會」,翻譯時把它翻成「台北律師會」,還是用原來的專有名詞?這在我們和日本文獻互相交流時非常困擾。例如以前我在日本發表的文章「中華民國民法親屬編」,到底應該用「親屬編」還是改成日本用語「親族編」?這一直困擾著我。所以我在第十頁中看到「台北律師會」,此時是不是用「台北辯護士會」反而會馬上想到到底是那時候的事情?

  至於剛才的問題,當然我們對黃慶生先生及陳井星律師也非常敬佩。不過，從此看來可能他們對祭祀公業也不是非常了解。當然要下定義是最困難的,例如我們說「法」是什麼?就說「法即法也」，因為沒有更好的定義。洪遜欣先生就把法定義成「法乃法規範之總體也」,這好像也不是唯一最妥善的定義。所以下定義是很困難的。如果以黃先生的定義「由子孫出資」,這和習慣出入很大;再來陳井星律師提到,重視人之結合,這也和我所看過的文獻不符,這個定義也不是很妥當。到底如何的定義最好?因為這是習慣形成的,要作一嚴謹、概括的定義把整個概念都規定下來,我想這非常困難的,可能在定義之後還要附帶很多說明。例如以往的祭祀公業,有的沒有子孫,只是因為對一個人很敬佩而加以祭祀;有的沒有子女就過世了,其他人加以供俸也有,所以情形很多。此外整個看起來似乎注重獨立財產。

  後藤先生提到現在台灣設立祭祀公業為財團法人,此點尚待商榷。可能他所查的資料是該祭祀公業登記為法人才會有這樣的結論。因為法人,根據民法的規定，法人非依民法或其他法律之規定，不得成立；法人非向主管機關登記，不得成立，而祭祀公業是依習慣而形成的，在日治時代的通說是認其為習慣上法之法人。實務上都傾向採法人說。可是到了民國之後,剛才方律師所提到的，解釋例、判例都不認祭祀公業為法人。總之，在日治時代是法人,到了民國就不是法人了。此時即有種種學說,如戴炎輝先生把祭祀公業認為是「總有」。不過各位先進可能發現,因為中華民國物權編僅規定「分別共有」及「公同共有」,所以凡是牽涉到「總有」性質,都是把它當成「公同共有」處理。我想在寫這部分的時候,祭祀公業一般都是認為來自范仲淹當時的祭田等等而來,但是到了台灣之後有所變化。後面提到有「宗族內部紛爭之調停」…等,如果有這些目的,應該是後來才規定進去的,這應該不是祭祀公業本來的面貌。但是加了這個之後就很像范仲淹時的制度,當時目的不是祭祀,而是為了要救濟族內。我想這個部分已經又把中國以往的東西納進來,所以沒有辦法作一個統一的說明。剛才後藤先生提到,我們也覺得很有趣的是,這個制度是來自於中國,可是目前中國沒有,因為實行共產主義之後就沒有了,而台灣、韓國目前都是有的。所以在現狀上是有出入的。

 

王泰升:

  中華民國的法制跟日治時期的法制是不太一樣的,所以必須分別看待。像法人設立必須有法律當根據,日本時代因為有一九二二年敕令407號規定：「本令施行之際現存之祭祝公業，依很習慣而存續，但得準用（日本）民法施行法第十九條之規定，視之為法人」，所以可以根據這個當法令成為一個法人，但是在中華民國的法制裡頭沒有這樣的規定，因此必須另外設，例如依民法去設立。這是我所作的補充。

 

陳立夫:

  後藤先生在此篇大作中主要在談論日治時期的祭祀公業,因此把在日治時期對祭祀公業的性質作了詳盡的說明。但是在最後提到台灣祭祀公業的現狀等,最主要是引用黃慶生先生、陳井星先生的論述來作見解以及參酌祭祀公業劉德安管理章程的內容來對台灣現狀的祭祀公業作判斷。我個人有一建議,因為確實在目前中華民國的民法之下,我們對於祭祀公業的情形,在法解釋之下只能謂祭祀公業是一個非法人團體。本來在非法人團體不應該作為一個權利主體,但是因為現行台灣有很多祭祀公業的財產,因為它是一個固有習慣延習下來的制度,像此種祭祀公業遷就於習慣,因此准許非法人團體作為權利的主體,亦即其可作為登記的主體,土地可以辦理登記,甚至也有當事人能力，在訴訟上可為原告、被告。

  事實上在政府的立場上,因為這是遷就習慣而來的,因此積極的希望祭祀公業能夠依據現有的法律規定去辦理法人登記。雖然有一部份的祭祀公業辦理了財團法人的登記，可是事實上因為祭祀公業它的派下員然非常多,想要依法辦理登記時,程序上須把派下員找齊等,相當不容易,因此毋寧說目前台灣是沒有辦理此種法人登記的祭祀公業是更多於已辦理登記的祭祀公業。因此在此種沒有辦理法人登記的祭祀公業,它的財產之權利關係為公同共有，其不動產的處理,目前主要是適用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的規定予以辦理。但是據了解,這裡面也產生許多問題,因此正如方律師所說,內政部有意解決祭祀公業有關的問題,可能制定一個特別法,希望把祭祀公業從非法人團體的公同共有儘量單純化掉。因此我是否可以冒昧的建議後藤先生,有關於祭祀公業目前台灣現狀的管理情形等等,內政部有關的見解及立法的動向,此部份算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所在。

 

後藤:

  如果理解為公同共有的話,祭祀公業還是不是「家產」?如果是家產的話,法律上不會是公同共有,公同共有是日本時期的「總有」,如果「總有」的話,祭祀公業的財產不是家產。

 

陳立夫:

  確實日據時代有這種家產制度,目前台灣沒有所謂的家產制度,只要是財產的話,就是一般依現行民法有關規定來處理。因此事實上雖有傳統的祭祀公業財產存在,可是適用現行台灣民事法律的話,是把它當成一般的財產,性質上屬於公同共有來處理。因此在這種情形下,確實把傳統上的習慣或者日據時代的一些特殊性質財產的本質變成有一點分離,並沒有把傳統結合在一起,確實是有這樣的情況。

 

黃宗樂:

  祭祀公業有「祭祀公產」。祭祀公產由有派下權者享有，祭祀公產之繼承，依從習慣，係以享有派下權之男系子孫或奉祀本家祖先之女子及從母姓之子孫為限，一般女子或不從母性之子孫，向無派下權，即不得繼承祭祀公業財產，民國實務上這樣處理。

 

王泰升:

  在後藤教授今天的報告中提到,「台灣祭祀公業令」, 不過當時並沒有立法成功,只是草案而已。今天內政部在草擬一個特別法,是不是日治時期的一些經驗也值得我們今天在制定特別法的時候來參照?是不是有先進也能就此問題來提出看法?

 

方錫洀:

  補充一點,我剛才的講法說中國接收台灣以後,用當時在大陸也是同一名詞已經有的司法院解釋把台灣的祭祀公業在判例上概括粗糙地亦的解釋為公同共有,把台灣原來祭祀公業的目的、性質埋沒掉了,變成很單純的財產所有權的關係來處理。所以我想如果要訂特別法,可以再從剛才後藤教授所提出的資料中再還原過來,然後照其本質來訂特別法。不然這個制度可能會因為該粗糙的司法解釋跟現在實務上粗糙的使用而被埋沒掉。

   現在內政部關於祭祀公業的管理方面,並頒有名稱為：「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其大概是關於祭祀公業的土地管理辦法這一類的名稱。現在所有的主管機關都是用此「要點」去處理祭祀公業管理人、開會決議有效無效、土地等,該資料後藤教授可以參照。

 

後藤:

  第一頁中祭祀公業關係年表一九二二年敕令407號15條,一九六八年內政部祭祀公業管理辦法草案,一九九四年內政部地籍清理條例草案。

 

方錫洀:

  現在已非草案,已經改名為：「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在施行了。

 

詹文凱:

  在辦理訴訟案件中接觸了一些關於祭祀公業的案件,才發現祭祀公業的問題在台灣社會是蠻多的,而且是很難處理的問題。所以希望藉此機會就已發生的問題就教於各位。

  先補充一點,剛才方律師所提的辦法是一個祭祀公業清理要點,已經在作了,是目前官方的主要規範。

  此處有幾個實際接觸發生的問題想請教各位。如果講祭祀公業的性質,可從幾點來看。第一,在此處提到很多說法,不論在黃先生或陳律師的書中有提到他們的見解,還有在一個舊習慣調查報告中也提到這方面的見解。但有一個問題是,現在的祭祀公業通常是對於享祀者的一種祭祀,但事實上在現實的祭祀公業裡面卻有一些問題。在名稱上面來講,享祀者可能是一個抽象或具體的。比如現在北部、中部都有,他們叫做五常、四德、五倫,也就是冠上一個姓,如張五常。他並不是一個特定的祖先作為奉祀對象的一個祭祀公業,這樣的名稱代表他們的某一些子孫或某個時代的子孫可能比較有能力或比較富裕,所以他們就組織成一個這樣的公業,奉祀他們共同的祖先,但不是特定的祖先。

  其次關於它的財產來源,黃慶生先生跟陳井星律師所提的是其中一種。據我自己所接觸到的,應該有三種。一個是從遺產中,遺囑指定設立的,或者是遺產要分割時設立的,這是一種;另外一種是祖先名下的財產因為很久沒有去分割、去辦理繼承,到某種程度要辦理分割時已經找不到那麼多人,為了現實的狀態去成立一個祭祀公業,把無法辦理繼承的財產成立一個祭祀公業;還有像黃先生所寫到的是由子孫共同出資,這在現實情況也有,由子孫共同出資去成立一個祭祀他們祖先的祭祀公業。這可從派下員的資格看出來,因為現在官方對是不是派下員,有沒有派下權,必須先證明是原始的派下員或者是派下員的子孫。但問題是原始的派下員是哪些人?並沒有作任何的認定。至於如何認定,有幾個情形。如果是祖先的遺產,則祖先下來的是男性或祀俸的女性子孫都可以是派下員。但有一種情形,如果出資的情形是大家共同集資成立的,必須是原始成立的或其子孫才可以是派下員。因此可能某一祖先有五房子孫,但只有三房去設立祭祀公業的話,另外二房是沒有派下權的。所以從派下權的理念來看。派下員是根據他的派下權參與決議,這些決議本身具有拘束力而且還要依照房份分,很多並不是依照人數來分。房份就是表示法人類似股權,其股權有多少,所以可以作多少的投票權。所以這各方面比較偏向社團法人。

 另外有一點也是覺得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在實務處理上祭祀公業都設有管理人,管理人對外是祭祀公業的代表人,甚至他的權利很大,對外有代表權,亦即其對外處分財產時,不需要出示派下員共同的決議。照目前實務來講,只要蓋他的章,財產就可以作處分了。所以其有點類似法人代表人的地位,而不是單純內部管理人而已。如果從這樣的觀點來講,剛才也提到,目前法院的實務是根據民國十年司法院的解釋為公同共有的財產,此種解釋目前雖是一個主流的意見,可是其事實上有幾個跟現實法制、跟公同共有法制很大矛盾的地方。第一,代表人的問題,如果是公同共有的話,應該是全體公同共有人的同意才可以作處分。可是現在我們不是,現在只要一個代表人蓋一個章就可以作處分了,此與公同共有的制度衝突。第二個衝突的地方在於,如果它只是公同共有的財產權的話,為什麼有限制繼承的問題,所以說它是受習慣上面所約束的,與民法物權上公同共有的概念是有牴觸的。所以我認為,雖然目前的實務對於祭祀公業仍以公同共有為其主要認定的方式,但是可能在很多小細節仍是跟公同共有不一樣。

  我剛才特別提到,因為它有派下員,派下員跟社團法人的社員有點接近,雖然派下員的資格受到習慣上很大的限制,但是這樣的觀念也許會比較接近一點。

 

王泰升:

  假如法律關係是發生在日本時代,照理我們今天的法律也應該尊重當時的法律效果。我不曉得各位實務界的先進在我們法院處理這些問題時有沒有意識到日治時代法令規定跟我們現在不一樣。因為今天後藤老師的報告在告訴我們日治時期的制度是怎麼樣,究竟我們的法院知不知道這些?在處理問題的時候有沒有把這些因素納入考量?

 

方錫洀:

  我個人的意見是認為,有關祭祀公業的判例解釋很多,但都一概解釋為公同共有。所以假如要提出很本質的一種論據來主張說明,判決都不會加以採用,所以這對律師是很苦惱的事情。

 

黃宗樂:

  這可能牽涉到司法威信的問題,。否則應該是,當時發生的應該依照台灣固有習慣即日治時代的法人說處理才對。如方律師所講的,叛解可能對該問題也不了解,所以認定要適用中華民國的法律。我想司法院在這方面的處理不見得妥當。

 

方錫洀:

  就是因為它的一個解釋在台灣很粗糙的實行,它的解釋又有法律的效力拘束到各種法院各審級的審判,所以如果我們提出異說的話,在法院都是沒有用的。

 

王泰升:

  司法行政部刊行的台灣民事調查,不是被法院奉為聖經嗎?這本書在此問題上是不是也有幫助?

 

詹文凱:

  誠如主持人所講的,很多法官就說那本是他們處理的聖經,這是第一點。第二點,該書可協助的地方在於,除了就界定為「公同共有」該名詞未被變更外,其他不清楚可以援用的地方,如果我們舉得出來,法院原則上是會援用的;但如果跟公同共有的本質有牴觸時,法院是不會用的。

 

邱澎生:

  我興趣比較集中於後藤教授第二頁所提,您其實是在考慮怎樣透過社會科學,特別是文化人類學來對台灣的祭祀公業作一些考慮,您的文章其實也已提到一些。比方說,從所有權的概念來看的話,事實上台灣的祭祀公業,背後反映了一個可能很特殊的所有權概念,特別是其背後所有權主體的歸屬,事實上可以是很抽象的。和西方現代民法定義很不相同。其實這是很有學術討論意義的,我想您要講文化人類學或文化社會學的討論,我很想聽聽看目前您是如何在在進行思考?

 

後藤:

  你說的問題是最大的問題,非常的困難。日本時代日本政府帶來台灣西洋式的民法。近代民法的所有權是個人的所有權及法人的所有權。可是日本研究者研究台灣的習慣,特別是祭祀公業,祭祀公業的所有,是祖先的財產。這種財產的方式,現在日本也有一點,例如我的祖父或父親過世,我們不改變關係,可是民法上我的祖父或父親過世時一定改變所有權的關係。這樣的方式,台灣延習舊法司法機關的見解,可是日本是的民法不屬於這樣的所有權,所以他們非常的苦惱。因此他們的見解是總有說,這是日本民法從德國民法延習而來的。

 

王泰升:

  我想邱教授比較關心的應該是歷史意義,我要稍微補充一下後藤老師的意思。我可以用松參太郎的一句話,他說他們在進行台灣舊慣的羅馬法化。也就是說,因為當時日本的國家法已經採取歐陸法的法律規範,要把台灣的習慣納入整個國法的規範裡面,其不得不以歐陸法的概念去解釋台灣的習慣是什麼。這種情形底下,他只好用這些原本漢族的觀念所沒有的一些概念,包括所有權的概念去試圖解釋到底那個習慣的內涵是什麼。所以這是一個歷史上他必須面對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後藤老師最後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看法,日本人的觀察是一個「他族的觀察」,是透過日本人的眼睛去看台灣人的習慣。所以這有二層矛盾,一層矛盾是漢民族的觀念跟近代法的觀念不一定一致;第二層矛盾是,日本人的觀點跟台灣人的觀點又不一定一致。所以岡松等人是在這樣的一個歷史情境底下去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是不是到了今天我們還繼續面對這種矛盾,這是我們今天在討論此問題時最上位的概念,因為我們今天的法院也同樣面臨這個問題,如何把台灣的習慣納入今天中華民國以歐陸法為主的法制裡面。還有我們看到很多資料其實都是日本人的記載,包括我剛才所提的那本「聖經」,那本台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事實上都是抄日本人的。所以有沒有「我族的觀察」?這是一個很值得深思的問題。

  而且我覺得剛才方律師提出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法院怎麼可以用對中國大陸習慣所作的單一解釋，來看待台灣那麼多樣化祭祀公業的型態?這是最基本的問題,這問題若沒有打破的話,我們即很難去期待有一部真正符合台灣需要的特別法出來。基本上日本人眼中的祭祀公業,雖然是一個他族的觀察,但是試圖特殊的來處理台灣祭祀公業的問題。我們到今天事實上尚未做成此種法事實的調查,對法事實都不清楚,如何去訂一部比較妥當、適合台灣的特別法?這是一個令人很難過的事。

 

後藤:

  西洋法從西洋到東洋法繼受的現象是法律史上最大的問題。日本人比較研究大陸羅馬法的繼受,可是尚未研究日本民法、刑法的繼受。我還沒有看到台灣人研究這樣法律史上的問題,所以你說的問題是最大的問題。

 

黃宗樂:

  近代東方在編纂法典時,剛開始都試圖把自己固有的東西納入,但因為近代與固有的往往發生衝突,當時不論在日本、中國都有領事裁判權的問題。在西洋人看起來,我們東方的法是野蠻的法,而我們又沒有一套適合當時資本主義所需的法制。因此在日本、中國,西方國家即要求要制訂出一套合乎他們要求的法,才答應廢除領事裁判權。在這方面,日本很早就成功了,在日治時期,甚至在支那(中國)南部的五省,對日本領事的裁判有異議時可上訴到台灣總督府台北地方法院。,

  整體看起來,在國民黨北伐成功之後原來的那套法律如果沒有改革,恐怕政權也搖搖欲墜;另外,沒有廢除領事裁判權的話也不行。在此壓力下，當時制定的法律，其進步性很多地方還不亞於日本,不過很可惜領事裁判權是到民國三十二年才廢除。我談這個問題的目的在於,既然承認習慣的東西,習慣這東西通常都是雜亂無章,要如何擬出一個系統,一定需要加工,如果沒有加工的話就沒有辦法。現在的問題在於我們自己反而沒有整理我們的習慣。在日治時期,他們對台灣的語言也作了調查,也有出版「台日大辭典」等等,日本的官員要學台語,因為如此才能接近台灣人,方便其統治,這與後來的國民黨政府是不同的。此外，我看後藤新平民政長官所謂生物學的原則,就是要調查、要確實了解台灣的實際情形是如何。

  這又涉及另外一個問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二十年或十年之後要申請登記為地上權人或是所有權人時,如果真正所有權人提起訴訟,此時法院實體上裁判，真正所有人是不能對抗的,民法物權編修正草案把它明文化，但後來由於財政部的建議，結果把它刪除了。我看王杏泉先生,即是當時地政司的司長,他說目前還沒有登記的土地還有很多,調查所費之人力、物力頗鉅,所以都沒有調查。我想這是我們很羞恥的事,因為日本當時在那麼困難的情形都進行土地調查,我們自己反而沒有作。剛才王泰升教授提到,像祭祀公業,說起來是台灣的一個特色,如果能將其導正到一個正確的方向,我看日本的文獻也是這麼談,它說祭祀公業其目的原本是良善的,讓人能夠懷念祖先。但後來因為管理的問題,子孫相殘,大家反而搞得不愉快。日治期代，後來不准再設立祭祀公業，而現在民國政府的方針也是儘量不要再有祭祀公業,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主要就是要處理這個問題。

  因此,如果國民黨疼愛台灣的話,過來之後就應該好好地研究祭祀公業,而不是簡單的以解釋判例來處理,而把原來的面貌改變了。當然習慣形成的東西在制定的過程,會經過整理而且會把新的觀念納進來,總是有公序良俗、強行規定的觀念,當然會變形的。不過也趁這個機會大家討論一下,現在內政部也在處理這個問題,到底祭祀公業在台灣是把它弄成一個特色,將來使其永久存續下去,還是使這個制度將來變成一個歷史的存在,作為法制史研究的資料。應該往那一個方向發展，也請這一個發展方向,大家藉此機會也提供意見。

 

王泰升: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議題,我個人是認為不管未來是不是要廢除,當下已經很多既存因為祭祀公業所引起的法律糾紛,這總是要解決。即使在立法目的希望十年後把它廢除,但是現在已經有問題,現在就必須要加以處理。大家的意見不知為何?

 

詹文凱:

  我記得如果看日據時期判決的時候,他們是把祭祀公業成認為習慣法上之法人,是以此種方式解決此問題。一旦一九四五年之後,因為有十六年解釋問題,所以整個把它推翻掉了。

  我是認為其實我們現在法律體制,權利主體只有「人」,自然人跟法人,我們怎麼把事實上已經存在的東西法人化。如果我們把原先的法人一定要去登記這種方式撇清的話,用此種方式承認習慣上之法人,這種地方能作一肯定的話,也許是一個解決的方式。其實不是沒有,在以前祠廟管理條例中,它是直接承認現有的寺廟是法人,當時的寺廟不須經過登記,它就是法人,所以它是以一個條例就直接予以承認,可是並沒有擴及祭祀公業或是其他台灣的習慣,如神明會等。是否可透過這樣的方式,以一個條文予以宣示的話,可能目前的問題就能作一解決。

 

王泰升:

  等於我們現在是作一個立法論。剛才對司法論有很多抱怨,現在立法論上應該怎麼作呢,剛才詹律師提出一個,我覺得是蠻有道理的,就像仿效寺廟的方式,賦予其法人的地位。其他先進是否有要補充的。

 

後藤:

  我覺得祭祀公業有很多問題。從我們外國人看起來可說很難了解,所以我有機會再來台灣的話,也請你們教導我關於祭祀公業的細節,謝謝。

 

王泰升:

  為什麼您想要研究祭祀公業?

 

後藤:

  我研究台灣祭祀公業的原因、目的。第一個目的,是老師告訴我,法律史上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法律繼受的問題,還有一個問題是,怎麼了解台灣的社會。我報告書第二頁有寫到,我們理解外國的時候,我們法律者應該看外國的法律。可是如果只看台灣法律的話,不能理解這個社會,因為台灣的法律不是大部分台灣人所參加立法的,所以如果只看台灣法律的話,我不能了解台灣的社會。我看到台灣人走路的時候,經常覺得台灣人的秩序,不是法律上的秩序,他們有他們特色的秩序。這是我研究祭祀公業的目的。

 

